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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中国沿海普遍受到脂溶性贝类毒素(lipophilic shellfish toxins, LSTs)的污染。钦州湾是

国内外闻名的牡蛎养殖基地 , 目前仍不了解该海域海水和主要养殖品种香港牡蛎 (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沾染 LSTs毒素情况与食用安全性。本文于 2015年 10月至 2016年 9月, 在钦州湾香

港牡蛎养殖区海水交换口处 , 通过固相吸附毒素跟踪技术 (solid phase adsorption toxin tracking, 

SPATT)吸附收集海水中的脂溶性贝类毒素, 同时每月采集香港牡蛎样品, 应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分析海水和香港牡蛎体内的 LSTs毒素含量与组成, 并对香港牡蛎食用安全性进行评估。结果表明: (1) 

海水共检出 GYM、OA和 PTX2 三种组分, 平均浓度分别为 0.44、14.20和 1.67 µg/(kg resin·30d)。

香港牡蛎共检出 DTX2、GYM、SPX1、Homo-YTX四种组分, 其中 Homo-YTX为定性结果, DTX2、

GYM、SPX1三者平均浓度分别为 0.95、18.86和 0.95 µg/kg。(2) GYM毒素均值在海水中和香港牡

蛎体内含量变化趋势呈正相关, Pearson相关系数为 0.70; OAs毒素在海水中和香港牡蛎体内变化趋

势类似, Pearson相关系数为 0.35。(3) 毒素存在一定季节变化。海水 OA和 PTX2夏季高, 其他季节

低, 均值最高值分别发生在 7 月和 6月; 香港牡蛎体内 GYM冬季和夏季较高, DTX2 春季和夏季较

高; 但海水中的 GYM和香港牡蛎体内的 SPX1全年变化均不明显。总体而言, 钦州湾海水和香港牡

蛎已受到多个 LSTs毒素组分污染, 海水 LSTs毒素含量较国内其他海域低, 参考欧盟 LSTs毒素标准, 

本海域的香港牡蛎脂溶性贝类毒素仍未超标, 可放心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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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溶性贝类毒素(lipophilic shellfish toxins, LSTs)

指在贝类脂肪组织富集而不易排出体外、具有热稳定

性、易溶解于有机溶剂的一大类毒素。根据化学结构

特征, 脂溶性贝类毒素主要包括 6 类: 原多甲藻酸

(azaspiracids, AZAs, 也叫氮杂螺环酸)、短裸甲藻毒

素(brevetoxins, BTXs或 PbTx)、环亚胺(cyclic imines, 

CIs)、大田软海绵酸 (okadaic acids, OAs)、蛤毒素

(pectenotoxins, PTXs, 也叫扇贝毒素)和虾夷扇贝毒

素(yessotoxins, YTXs)。这些贝类毒素由海洋藻类产

生, 经贝类滤食摄入累积代谢而成。贝类沾染 LSTs

毒素是沿海国家常见的水产品安全问题 (纪莹等 , 

2018; Farabegoli et al, 2018)。目前我国贝类主要沾染

AZAs、CIs、OAs、PTXs、YTXs五大类组分, 除 YTXs

主要发生在北方海域 , 其他组分从南到北均有发生

(李美慧等, 2016; 梁玉波等, 2019)。 

广西北部湾位于我国南海西北部 , 与饱受海洋

环境问题困扰的我国东部海域相比, 长期被誉为“洁

海、净海” (钟春云, 2015)。事实上, 2010年以来,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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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部湾海域环境日益恶化 , 藻华频发 (Xu et al, 

2019), 但对该海域的有毒藻及有毒贝类研究仍远远

不够。北部湾脂溶性贝类毒素研究早期见吴施卫等

(2005)、杨美兰等(2009)、黄玉柳等(2010)和黄翔等

(2013), 他们通过小白鼠生物法对腹泻性贝毒(可能

包含脂溶性贝类毒素中的 OAs、DTXs、PTXs 组分)

进行了研究 , 近年学者们为了明确毒素组成和含量

大小, 应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LC-MS/MS)开展脂

溶性贝类毒素研究(刘仁沿等 , 2008, 2014; 纪莹等 , 

2018; 戴梓茹等 , 2018)。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北部湾

LSTs毒素工作中, 环亚胺毒素中的 GYM (gymnodimine)

在我国首次被报道恰恰来自广西北海的缘齿牡蛎

(Dendostrea crenulifrea) (刘仁沿等, 2008), 2016年春

季中国沿海 31种养殖贝类中, 广西北海贝类的 GYM

均值最高, 其中对角蛤(Antigono lamellaris) GYM含

量高达 211.47 µg/kg (纪莹等, 2018)。国际上至今未规

定 GYM 限量标准, 如此高含量的 GYM 对人类的健

康影响仍无法评估。 

北部湾脂溶性贝类毒素研究多集中在广西北海

(刘仁沿等, 2008, 2014; 纪莹等, 2018), 其他海域研

究很少。钦州湾位于广西北部湾北部, 过去三十年溶

解态无机氮(DIN)、磷酸盐(PO4)均经历了显著增长

(Xu et al, 2019), 部分区域出现富营养化, 海域环境

利于海洋生物生长(杨斌等, 2014), 是国内外闻名的

牡蛎养殖基地(伍晋宏等, 2016)。香港牡蛎(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 又称香港巨牡蛎, 俗称“大蚝”、“白

蚝”, 是钦州湾主要养殖品种、钦州四大名贵海产之一

(贾真等, 2019)。目前仍不了解该海域香港牡蛎沾染

LSTs毒素情况与食用安全性。此外, 北部湾包括钦州

湾至今未有海水脂溶性贝类毒素污染研究, 而这是了

解本地区 LSTs毒素来源与食物链富集的关键因素。 

固相吸附毒素跟踪技术 (solid phase adsorption 

toxin tracking, SPATT)通过大孔树脂对特定贝类毒素

快速高效的吸附性 , 吸附浓缩海水中的贝类毒素

(MacKenzie et al, 2004; Roué et al, 2018)。该项技术已

被广泛应用到国内外不同海域进行 LSTs 毒素预警预

测研究(Rundberget et al, 2009; 渠佩佩等, 2016)。因

此, 本文选择钦州湾为样品采集地点, 以香港牡蛎为

研究对象, 通过 SPATT和LC-MS/MS方法, 对钦州湾

海域养殖区水体和香港牡蛎体内的贝类毒素进行连

续一年的污染分析 , 结果可为钦州湾和北部湾脂溶

性贝类毒素研究、牡蛎食用安全和出口贸易管理提供

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 

本文研究的脂溶性贝类毒素氮杂螺环酸类 AZA1、

AZA2、AZA3, 鳍藻毒素 DTX1、DTX2, 环亚胺毒素

GYM、大田软海绵酸 OA、扇贝毒素 PTX1、PTX2, 螺

环内酯毒素 SPX1, 虾夷扇贝毒素 YTX 标准品购自加

拿大海洋生物科学研究所(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anada, Marine Analytical Chemistry Standards Program, 
Halifax NS, Canada)。毒素提取所需的分析纯级甲醇购

自中国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 HPLC-MS/MS

分析所需的色谱纯级甲醇和乙腈购自美国的 Fisher

公司。 

1.2  SPATT吸附装置制作 

SPATT 盘具体制作参考渠佩佩等(2016), 即将干

重 9.00 g±0.05 g的 Diaion® HP-20树脂(H&E Co., Ltd, 

China)放在 23 cm12 cm 的 120 µm 孔径筛绢(SEFAR 

NITEX 03-120/49)中, 绣花绷子(直径 9 cm)固定。使用

前活化: 100%甲醇中浸泡 48 h, 取出, 用大量MilliQ超

纯水反复冲洗, 然后MilliQ水中超声 10 min, 取出后用

MilliQ水冲洗三遍后, 浸泡其中 4—6ºC冷藏待用。 

1.3  样品采集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9 月在钦州湾养殖区海

水交换口设置采样点 S1、S2和 S3 (图 1)。在距水面

2m处将已经活化的 SPATT盘用渔线系在香港牡蛎养

殖链上 , 同一位置两个重复 (n=2), 采样时取出

SPATT 树脂盘放入密封袋内 , 同一位置放入新的

SPATT 吸附装置, 并采集该采样点的香港牡蛎样品, 

三个重复(n=3), 20°C冷冻保存待后续分析。研究中

每月采样一次, 若海况欠佳不利作业, 采样时间相应

提前或滞后<5天, 共采集 51份 SPATT; 2015年 11月

损失一个贝类样品, 共采集 35份香港牡蛎样品。 

1.4  样品分析 

1.4.1  SPATT毒素提取    将 SPATT盘置于烧杯中, 

用 500 mL MilliQ水浸泡 5 min, 轻甩去水分并除去多

余的盐分, 重复一次。将树脂转移至 30 mL玻璃注射

针筒中, 加入 30 mL 甲醇, 用玻璃棒轻轻搅动树脂, 

使之充分浸泡于甲醇中。1 min 后打开塞阀, 调节流

速, 以 1 mL/min过 0.22 μm滤膜收集在血清瓶中。氮

吹浓缩, 用 100%甲醇定容到 5 mL, 涡旋 1 min。取

1 mL 过 0.22 μm 有机相滤膜装进色谱进样小瓶中, 

80ºC冷冻保存, 待 LC-MS/MS分析。 

1.4.2  香港牡蛎毒素提取    牡蛎样品解冻去壳搅

成匀浆, 准确称取 2.00 g±0.02 g并加入 9 mL 100%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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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采样点 
Fig.1  Sampling sites 

 

醇, 涡旋混匀 1 min, 离心(4000×g, 10 min), 取上清

液转移至 30 mL 玻璃针筒中。残渣再用 9mL 甲醇重

复提取 1 次, 合并上清液过 0.22 μm 针式过滤器, 收

集样品至血清瓶中, 氮吹浓缩, 用甲醇定容到 5 mL, 

80ºC冷冻保存, 待 LC-MS/MS分析。由于 OA/DTXs

类毒素易发生转化, 为了评估 OA 类毒素食用安全, 

需对贝肉水解后测定毒素总量(OA、DTX1、DTX2): 

取 1 mL 上述提取液于进样小瓶中 , 加入 125 μL 

2.5 mol/L NaOH, 涡旋 0.5 min后 76ºC加热 40 min, 待

流水冷却至室温后用 125 μL 2.5 mol/L HCl 中和, 过

0.22 μm滤膜后, 于80ºC保存, 待 LC-MS/MS分析。 

1.4.3  LC-MS/MS 分析    采用四级杆-线性阱复合

型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5500 QTRAP LC-MS/MS 

system, AB Sciex Instruments, Foster City, CA, USA)
对贝类毒素进行定性和定量检测。HPLC 条件 : 

Phenomenex Kinetex XB-C18色谱柱(100 mm×2.1 mm, 

2.6 μm), 柱温 40ºC, 流速 0.350 mL/min, 进样体积

5 μL。流动相 A 为含 50 mmol/L 甲酸、2 mmol/L 甲

酸铵的水, 流动相 B为含 50 mmol/L甲酸、2 mmol/L

甲酸铵的 95%乙腈水溶液。梯度洗脱: 0—0.01 min, 

80% A; 0.01—7.0 min, 由 80% A线性梯度至 10% A; 

7.0—10.0 min, 10% A; 10.0—10.10 min, 回到 80% A; 

10.10—12.0 min, 80% A。质谱条件见王玉(2018)。 

1.5  数据分析 

采用外标法进行毒素定量, 用对应标准回归方程

进行含量计算。对于没有标准品的毒素, 参照王玉(王

玉, 2018)进行去簇电压和碰撞能量设定, 通过对比定

性离子对的质荷比确定。OA、DTX-1、DTX-2毒素含

量根据毒素当量因子 1.0、1.0、0.6 (Alexander et al, 

2009)换算成 μg/kg OA当量, 以评估OA类毒素食用安

全。计算结果扣除空白值, 保留二位有效数字。 

2  结果  

2.1  毒素种类及含量 

在监测的 14种脂溶性贝类毒素 AZA1、AZA2、

AZA3、DTX1、DTX2、GYM、OA、PTX1、PTX2、

SPX1、YTX、Homo-YTX、45-OH-YTX、45-OH-homo 

YTX中, GYM在 SPATT吸附装置和香港牡蛎中都有

检出, OA和 PTX2仅在 SPATT检出, DTX2、SPX1和

Homo-YTX 仅在香港牡蛎检出(表 1)。SPATT分析的

毒素最高值为 OA: 143.94 µg/(kg resin·30d), 香港牡

蛎分析的最高值为 GYM: 52.14 µg/kg (表 1)。海水和

香港牡蛎中检出率最高的成分分别为 OA (98.0%)和

GYM (100%)。 

2.2  海水毒素变化 

以 SPATT 树脂盘吸附的脂溶性贝类毒素表征海

水中相应的毒素, 三个监控点毒素 GYM、OA、PTX2

标 准 差 分 别 为 0 — 0 . 4 4、 1 . 5 4 — 3 9 . 6 3、

0.14—4.36 µg/(kg resin·30d), 变化幅度较大, 故用毒

素含量平均值进行比较分析, 发现在整个监控期内, 

海水中共检出 GYM、OA、PTX2三种毒素, 其中 OA

的含量最高, PTX2其次, GYM的含量最低(图 2)。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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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钦州湾海水和香港牡蛎脂溶性贝类毒素种类及含量 
Tab.1  Toxin profiles and contents in seawater and 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 in the Qinzhou Bay 

SPATT 香港牡蛎 
毒素种类 

含量[µg/(kg resin·30d)] 检出率(%) 含量(µg/kg) 检出率(%) 

原多甲藻酸贝类毒素 1( AZA1) -  -  

原多甲藻酸贝类毒素 2( AZA2) -  -  

原多甲藻酸贝类毒素 3( AZA3) -  -  

鳍藻毒素-1( DTX1) -  -  

鳍藻毒素-2( DTX2) -  0.95( ND—12.08) 34.3 

环亚胺毒素( GYM) 0.44( ND—1.95) 58.8 18.86( 0.18—52.14) 100 

大田软海绵酸( OA) 14.20( ND—143.94) 98.0 -  

扇贝毒素-1( PTX1) -  -  

扇贝毒素-2( PTX2) 1.67( ND—13.23) 82.4 -  

螺环内酯毒素-1( SPX1) -  0.95( ND—1.98) 85.7 

虾夷扇贝毒素( YTX) -  -  

虾夷扇贝毒素衍生物( Homo-YTX) -  未定量  

虾夷扇贝毒素衍生物( 45-OH-YTX) -  -  

虾夷扇贝毒素衍生物( 45-OH-homoYTX) -  -  

注: 数据以均值(范围)表示; “ND”和“-”表示未检出。 

 

图 2  SPATT/海水中脂溶性贝类毒素季节变化特征 
Fig.2  Temporal variation of lipophilic shellfish toxins in SPATT resins/seawaters 

 
3—5月为春季、6—8月为夏季、9—11月为秋季、12

月至次年 2 月为冬季, 发现海水中 OA 和 PTX2 的均

值夏季高, 其他季节低。其中 OA 在 7 月最高, 为

53.09 µg/(kg resin·30d), 次均值 31.04 µg/(kg resin·30d)

在 6 月 ; PTX2 均值在 6 月最高 , 为 6.68 µg/(kg 

resin·30d), 次均值 4.17 µg/(kg resin·30d)在 8月(图 2)。

海水 GYM 在冬季的 2 月最高, 但全年含量变化不明

显, 为 ND—1.26 µg/(kg resin·30d) (图 2)。 

2.3  香港牡蛎体内毒素变化 

香港牡蛎体内共检出 GYM、DTX2、SPX1、

Homo-YTX 四种毒素, Homo-YTX 被检出但未能定

量。GYM、DTX2、SPX1标准差分别为 1.95—14.33、

0.06—0.95、0—1.20 µg/kg, 变化幅度较大, 仍用毒素

含量平均值进行比较分析, 具体见图 3, 发现 G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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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最高, DTX2和 SPX1次之。季节变化上, GYM

冬季和夏季较高, 均值最高值和次高值分别为 2月和

8月的 43.19和 38.22 µg/kg; DTX2在春季和夏季较高, 

均值最高值和次高值分别为 3 月和 7 月的 7.55 和

2.31 µg/kg。SPX1 冬季较高, 但含量全年变化小, 为

ND—1.98 µg/kg。  

 

图 3  香港牡蛎体内毒素变化特征 
Fig.3  Temporal variation of lipophilic shellfish toxins in 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 

 

2.4  海水与香港牡蛎毒素相关性 

因海水 (SPATT)与香港牡蛎体内均检出 GYM, 

且检出率分别为 58.8%和 100%, 故选择 GYM分析海

水与香港牡蛎体内毒素的相关性。发现海水和香港牡

蛎体内 GYM 毒素均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呈正相关

(图 4), Pearson相关系数为 0.70 (P=0.017, P<0.05)。

两者的 GYM含量 10月至次年 1月趋势有所不同, 但

从 1 月份开始两者均急剧增长, 在 2 月份达到峰值, 

随后缓慢减少, 在夏季再次增加, 并在 8 月份达到第

二个峰值(图 4)。总的来说, 除了 2 月出现短暂峰值, 

海水和香港牡蛎的 GYM含量春夏季高、秋冬季低。 

 

图 4  GYM毒素在海水和香港牡蛎中的分布特征 
Fig.4  GYM relationships between SPATT discs and 

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 tissues 

将检测到的 OA 和 DTXs 毒素换算成 OA 当量, 

对海水(SPATT)和香港牡蛎中的 OAs毒素含量进行比

较, 发现两者亦呈现相近的变化趋势(图 5), 但相关

性较弱, Pearson相关系数为 0.35, 分析与牡蛎体内很

长时间 OA 类毒素含量低/未检出有关。海水毒素含

量峰值出现时间比香港牡蛎中提前: 前者 2月出现短

暂的峰值后缓慢减少, 5月开始急剧增长, 并在 7月达

到峰值, 但后者直至 3 月才出现短暂的峰值, 随后维

持在较低水平, 并从 6 月开始增长, 7 月达到次峰值

(图 5)。 

 

图 5  OA当量在海水和香港牡蛎中的分布特征 
Fig.5  OA equivalents relationships between SPATT discs and 

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 t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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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海水毒素含量比较 

SPATT 技术通过聚合树脂被动吸附海水中由产

毒藻释放的生物毒素 , 以期实现生物毒素实时监控

和提前预警(张亚亚等, 2020)。该技术最早见于新西

兰脂溶性贝类毒素监测中(MacKenzie et al, 2004), 后

在实验室及野外的脂溶性和水溶性贝类毒素研究中

得到广泛应用, 它与传统的有毒藻细胞、贝毒和鱼毒

检测相比, 具有可靠、灵敏及同时监测多类毒素的优

点(Roué et al, 2018)。至今研究者们使用了二十来种

树脂开展 SPATT 研究, 其中, DIAION®HP20 树脂被

证实为最常用有效的类型 , 在海水脂溶性贝类毒素

中得到了大量成功应用(宿志伟 等, 2016; 渠佩佩等, 

2016; Roué et al, 2018)。 

本文系首次对中国北部湾海水 LSTs 含量进行研

究, 本研究应用 SPATT 技术发现钦州湾海水中存在

GYM、OA、PTX2三种毒素, 未发现黄、东海海域常

见的 DTX1和 YTX(李兆新等, 2016; 宿志伟等, 2016; 

渠佩佩等, 2016; Li et al, 2017)。其中, OA和 PTX2在

我国海域分布广泛(渠佩佩等, 2016; 宿志伟等, 2017; 

Li et al, 2017; Chen et al, 2018), 而 GYM目前仅在局

部海域检出(渠佩佩等, 2016; 宋新成等, 2017; 宿志

伟等, 2017)。钦州湾海水脂溶性贝类毒素含量较国内

其他海域低, 如黄海桑沟湾 GYM、OA、PTX2 三种

毒素最高值达 37.44、25.48、65.44 μg/(20g resin·7d)(宿

志伟等, 2017), 单位换算成 μg/(kg resin·30d)后约为

钦州湾海水对应毒素最高值的 224.0、2.1、57.7倍, 钦

州湾海水与浙江南麂相对比较接近, 前者 GYM、OA、

PTX2最大值分别是后者最大值的 1.8、6.2和 0.16倍

(渠佩佩等, 2016; 表 1)。可见, 我国各个海域海水

LSTs 毒素组成和含量大小存在差别, 这与各自海域

海水的产毒藻组成和丰度、理化特征、沉积环境等密

切相关(Wang et al, 2015; 梁玉波等, 2019)。 

3.2  牡蛎毒素含量与安全评估 

本文系首次对钦州湾养殖的香港牡蛎 LSTs 含量

进行研究。早在 2002 年, 广西沿岸已发现贝类沾染

腹泻性贝毒(可能 OAs、PTXs)(吴施卫等, 2005), 但当

时检测采用的是生物小白鼠法 , 故无法得知结果是

否可靠(假阳性)、及确切的染毒成分和毒性大小。在

最近采用的液 -质联用法研究中 , 钦州湾栉江珧

(Atrina pectinata)未检测到 LSTs 毒素 (戴梓茹等 , 

2018), 但本文在该海域香港牡蛎体内检测到了四种

常见的 LSTs成分(DTX2、GYM、SPX1、Homo-YTX), 

结果很可能与两者分析的贝类品种不同有关。本文的

香港牡蛎 GYM和 SPX1平均含量与 2008年国内首次

报道的广西北海缘齿牡蛎体内的GYM含量 12.00µg/kg 

(刘仁沿等, 2008)接近, 但比 2016年春季广西北海对

角蛤 (A. lamellaris)、栉江珧 (A. pectinata)、牡蛎

(Crassostrea sp.)、厚壳贻贝(Mytilus coruscus)、短文

蛤(Meretrix petechialis)、文蛤(Meretrix linnaeus)贝类

体内的 GYM 含量 49.75 µg/kg (2.47—211.47 µg/kg)

和 SPX1含量1.11 µg/kg (ND—2.35 µg/kg)(纪莹等, 2018)

低。毒素检出率则与纪莹等(2018)接近, GYM均为 100%, 

SPX1分别为 85.7%和 83.3%, 上述差异很可能与贝类种

类和采样时间不同有关。至于本文频繁检出的 DTX2未

被检测(纪莹等, 2018), 所以无法进行比较。 

与国内其他海域贝类 LSTs 含量相比, 总的来说

广西沿岸贝类 LSTs 毒素成分较少 , 如常检测不到

OA、PTX2、YTXs等, 毒素含量亦偏低, 但 GYM例

外 , 其含量和检出率明显大于国内其他海域来源的

贝类(陈建华等, 2014; 纪莹等, 2018; 陈雨等, 2018;  

Liu et al, 2019)。目前我国尚未对贝类 LSTs毒素制订

相应的国家标准, 食用安全评估往往参考欧盟标准, 

AZA、OA、PTX为 160 µg/kg, YTX为 1.0 mg/kg [EFSA 

Panel on Contaminants in the Food Chain (CONTAM), 
2010], 环亚胺类毒素 GYM和 SPX1等成分国际上仍

未设定标准 , 有时参考腹泻性贝类毒素的标准

160 µg/kg 进行评价(纪莹等, 2018), 参照上述标准, 

本文采集的钦州湾香港牡蛎尽管受到多个 LSTs 毒素

组分污染, 但未超过食用安全标准, 可放心食用。 

3.3  毒素季节变化特征 

海水和贝类中的脂溶性贝类毒素普遍存在季节

变化特征。本文钦州湾海水和香港牡蛎体内的 LSTs

毒素通常夏季和冬季含量高, 尤其是夏季, 多个毒素

成分达到峰值, 且海水和贝类相比, 达到峰值的时间

同步或提前。我国黄海海区研究发现胶州湾(李兆新

等, 2011)、灵山湾(张婷婷, 2015)、桑沟湾(宿志伟等, 

2016)海水中, LSTs毒素成分如 PTX2、OA、DTX1、

GYM、PTX2也在夏季 7—8月达到峰值, 东海南麂的

LSTs 毒素夏季含量最高, 其次是春秋季(渠佩佩等, 

2016)。本文毒素峰值变化趋势与这些研究类似, 分析

可能因为夏季水温高, 利于水体中 LSTs 产毒藻生长

从而释放更多毒素至水体中 , 高产毒藻密度也利于

贝类摄食有毒藻并积累毒素。但其他研究则发现海水

中 OA 浓度 5 月最高(宋新成等, 2017), 贝类 OA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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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X2 倾向于春季和冬季, GYM 则于冬季达到峰值

(Wu et al, 2015), 贝类 OA 秋季、PTXs 春季最高, 

AZAs、GYM和 YTXs则无季节性差异, 具体随品种

而异(陈雨等, 2018), 最近更有学者提出贝类毒素季

节变化呈地点特异性(site-specific seasonal variation 

pattern)(Liu et al, 2019)。因此, 关于钦州湾/北部湾贝

类脂溶性毒素季节变化特征 , 有必要进一步扩大采

样范围, 并将更多的贝类品种纳入研究。 

3.4  LSTs潜在产毒藻 

海水和贝类体内的 LSTs 毒素来源于海洋微藻, 

我国北部湾之外海域已记录多种 LSTs 潜在产毒藻

(Gu et al, 2013; Jiang et al, 2014; Liu et al, 2017; 勾玉

晓等, 2018), 但广西北部湾 LSTs 产毒藻研究极为匮

乏, 本文亦未能就海水样品中的 LSTs 肇事藻开展识

别工作。目前, 仅刘仁沿等(2016)指出广西北海分布

有网状原角藻和具刺膝沟藻孢囊, Gu等(2013)在防城

港海域分离到部分腹孔环胺藻株能产生 AZA2 毒素

(Gu et al, 2013; Li et al, 2016)。而对广西沿岸反复检

测到、浓度多次达到全国最高 , 潜在危害突出的

GYM产毒藻尚未分离发现。GYM是一种螺旋形环亚

胺结构, 最先从新西兰牡蛎(Tiostrea chilensis)中分离

到, 产毒藻为甲藻门(Dinophyta)、凯伦藻属(Karenia)

下的鞍状凯伦藻 (K. selliformis)和亚历山大藻属

(Alexandrium)下的奥氏亚历山大藻(A. ostenfeldii)(与

A. peruvianum同种异名) (Farabegoli et al, 2018)。目

前 , 中国其他沿海包括北部湾仍未分离明确能产

GYM 毒素的微藻, 只在我国渤海湾发现了不产毒的

奥氏亚历山大藻(Gu, 2011)、香港海域发现对轮虫具

有急性毒性的鞍状凯伦藻(李思等, 2018)。由于自然

水体中 LSTs 肇事藻浓度往往不高, 通过传统实验手

段不易分离发现目标藻 , 接下来有必要借助在浮游

植物检测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的实时荧光定量

PCR(qPCR)技术 (Medlin et al, 2017), 完成北部湾

LSTs目标藻定量定性分析。 

4  结论 

(1) 海水共检出GYM、OA和 PTX2三种组分, 平

均浓度分别为 0.44、14.20和 1.67 µg/(kg resin·30d)。

香港牡蛎共检出 DTX2、GYM、SPX1、Homo-YTX

四种组分 , 其中 Homo-YTX 为定性结果 , DTX2、

GYM、SPX1 三者平均浓度分别为 0.95、18.86 和

0.95 µg/kg。 

(2) GYM 毒素均值在海水和香港牡蛎之间变化

趋势呈正相关, Pearson相关系数为 0.70; OAs毒素则

变化趋势类似, 但 Pearson相关系数 0.35。 

(3) 毒素含量存在一定季节变化。海水 OA 和

PTX2夏季高, 其他季节低, 均值最高值分别发生在 7

月和 6 月 ; 香港牡蛎体内 GYM 冬季和夏季较高 , 

DTX2 春季和夏季较高; 海水中的 GYM 和香港牡蛎

体内的 SPX1全年季节变化均不明显。 

因此, 钦州湾海水和香港牡蛎已受到多个 LSTs

毒素组分污染, 海水 LSTs 毒素含量较国内其它海域

低, 参考欧盟 LSTs 毒素标准, 钦州湾香港牡蛎脂溶

性贝类毒素未超标, 可放心食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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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UTION OF LIPOPHILIC SHELLFISH TOXINS IN QINZHOU BAY: SEAWATER 
AND 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 

XU Yi-Xiao1, 2,  WEI Guang-Ling1, 2,  WANG Yu3,  JIA Ying3,  GAO Han3,   
ZHANG Teng1, 2,  TONG Meng-Meng3 

(1.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 Change and Resources Use in Beibu Gulf,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 China; 2. 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Intelligent Simulation,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 China; 3. Ocean College, Zhejiang University, Zhoushan 31600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oastal areas of China were contaminated with lipophilic shellfish toxins (LSTs). Qinzhou 

Bay in Beibu Gulf, Guangxi, South China, is an oyster breeding base. However, study on LSTs in the bay water and in 

oyster 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 the main farming species in the bay, remains blank. From October 2015 to September 

2016, C. hongkongensis and seawater were sampled simultaneously monthly at three seawater exchange sites, for which 

SPATT (solid phase adsorption toxin tracking) technology was deployed in the Qinzhou Bay. The content and composition 

of LSTs in the seawater and C. hongkongensis were analyzed using LC-MS/MS. In addition, the seafood safety of C. 

hongkongensis was evaluated. Three components of GYM, OA, and PTX2 were detected out in seawater, on average 

concentrations of 0.44, 14.20, and 1.67 μg/(kg resin·30d), respectively. Four components of DTX2, GYM, SPX1, and 

Homo YTX were detected in C. hongkongensis. Except for Homo-YTX showing as a qualitative result, 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s of DTX2, GYM, and SPX1 were 0.95, 18.86 and 0.95 μg/kg, respectively.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mean value of GYM toxin in seawater and that in the oyster, and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0.7. A similar trend for OAs toxins was also found between seawater and the oyster, but the coefficient was small 

(0.35). Seasonal pattern of LST in Qinzhou Bay was presented. In the seawater, OA and PTX2 peaked in summer (July and 

June, respectively), while in C. hongkongensis, GYM reached the maximum in winter and summer, and DTX2 in spring 

and summer. However, GYM in seawater and SPX1 in C. hongkongensis showed no obvious seasonal change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Therefore, the seawater and the cultured oyster were contaminated by LSTs toxins in Qinzhou Bay, and the 

toxin level was below that in other sea areas of China. When referring to European Union regulatory limits, the LSTs toxins 

in C. hongkongensis from Qinzhou Bay did not exceed the benchmark, thus they can be consumed safely. 

Key words    lipophilic shellfish toxins;  solid phase adsorption toxin tracking (SPATT);  seawater;  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  Qinzhou Bay;  Beibu Gulf 

 


